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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样性与包容性已成为当代大学自我认知的核心议题，被视为21世纪高等教育机构发展的关键任务。德

国公立大学中，为数不少的大学在其官方网站涉及多样性主题，其中有些大学制定了专门的多样性指导

方针。在德国高校推进多样性的论证中，道德层面的理据比工具层面的理据占据着更为核心的地位。德

国大学多样性指导方针的独特形态受到联邦教育体制、博洛尼亚进程、新公共管理改革以及洪堡大学理

念的共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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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have become central themes in the self-perception of contemporary univer-
sities, regarded as key task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public universities in Germany address the topic of diversity on their of-
ficial websites, and some have developed dedicated diversity guidelines. In the rationale for pro-
moting diversity at German universities, moral arguments occupy a more central position than in-
strumental ones. The unique form of these diversity guidelines is shaped by the interpla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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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 education system, the Bologna Process, New Public Management reforms, and the Hum-
boldtian ideal of th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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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问题的提出 

多样性与包容性已成为当代大学自我认知的核心议题。它们被视为 21 世纪高校发展的关键任务([1]: 
p. 9)，众多国家和超国家层面相继发出倡议，以推进这一进程。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并非所有

大学在此背景下制定的多样性与包容性措施均产生积极作用，部分措施甚至对一些学生产生意想不到的

负面影响[2]，因而有必要系统审视多样性指导方针的内容与效应。 
美国高校在制定多样性指导方针时对多样性理据做出了重要区分[3]，并对此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

([4]: pp. 268-283)。施塔克(Starck)等人的研究揭示：道德性理据将多样性本身视为具有内在价值，如学校

促进多样性，因为这样做是公平的；工具性理据则将多样性视为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如多样性提升学

校的创新能力。研究还发现，工具性理据在美国大学中的普遍性高于道德性理据。更具启示意义的是关

于这些理据影响的后续研究：有些学生更青睐崇尚道德理据的大学，他们觉得在此类机构中预期有更强

的归属感、更优的学业成绩和更高的毕业率([5]: e2013833118)。 
特劳瓦尔特(Trawalter)等人的研究发现，多样性定义与多样性理据间存在着系统关联：道德理据更易导

致人们对多样性进行狭义定义，即主要将多样性理解为受法律保护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民族出身和性别

等；工具性理据则促使机构扩展定义，将不受法律保护的普遍属性，如兴趣、人格特质或政治信念，亦纳

入其中，形成广义定义[6]。柯比(Kirby)等人进一步研究了狭义与广义多样性定义对某些学生群体的影响[4]。 
德国目前仅有两项描述性研究介绍了德国高校多样性指导方针及多样性管理项目，尚无研究系统地

考察促进多样性理据的普遍性，也缺乏在全德范围内就大学指导方针中多样性定义的广度展开的研究。

考虑到美国研究中发现的这些要素对某些学生的实质性影响，有必要从内容层面系统审视德国高校现行

的多样性指导方针，从而把握现状并为后续效应研究奠定基础。本研究正是以此为切入点，考察德国高

校中多样性理据的普遍性以及定义的广度，具体聚焦于以下问题：德国公立大学多样性指导方针中如何

定义多样性？提及了哪些促进多样性的理据？各种理据的普遍性程度如何？ 

1.2. 制度理论视角下的多样性管理 

为深入理解德国大学多样性指导方针的现状及其形成机制，本研究引入组织社会学的制度理论作为

分析框架。该理论为解释组织行为的趋同性与差异性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7]。 
从制度理论视角看，高等教育机构作为组织，其生存与发展不仅依赖于资源获取，还依赖于获得社

会合法性[8]。组织必须遵从环境中既定的制度规范和期望，即使这些规范可能与组织内部的技术效率要

求相冲突。这种对制度环境的适应导致了组织之间的“同构化”(isomorphism)，即组织在结构、策略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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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上趋向相似。 
迪马奇奥(DiMaggio)与鲍威尔(Powell)区分了三种同构机制：强制性同构源于组织所依赖的其他组织

施加的正式与非正式压力，以及社会文化期望；模仿性同构产生于组织面对不确定性时的模仿行为；规

范性同构则主要源于专业化和专业网络的共享认知([9]: p. 150)。 
将这一理论框架应用于多样性管理领域，可以将大学引入多样性指导方针理解为组织为获得制度合

法性而采取的战略。欧盟平等待遇指令、博洛尼亚进程的社会维度目标、国家层面的法律要求构成了强

制性压力([10]: p. 89)；面对学生群体日益多样化的现实不确定性，大学倾向于模仿那些被视为成功的同

行组织([11]: pp. 41-66)；而高等教育领域的专业网络、学术组织则通过培训和专业交流推广特定的多样性

管理实践([12]: pp. 237-241)。 
与此同时，制度理论也指出，同构化趋势会受到不同国家历史、法律和人口发展背景的影响，导致同一

概念在不同语境中呈现多样化的实施形式，这正是理解德国与美国在多样性指导方针上差异的关键切入点。 

2. 德国高校实施多样性指导方针之语境 

2.1. 组织纲领的有效性与影响力 

组织纲领的有效性和影响力在管理学界屡遭质疑[13]。学者们强调，纲领只有在参与式过程中制定，

并融入组织的战略规划及日常实践时，方能产生实际意义。纲领的生命力不在于文本本身，而在于其制

定过程及运用方式([11]: pp. 41-66)。 
科斯米茨基(Kosmützky)对德国大学纲领性文件的研究表明，纲领文本本身往往只是“象征性文档”，

其真正意义在于制定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的协商与共识建构。当纲领通过参与式过程制定，能够反映组

织成员的共享价值观，并与组织的日常决策和实践建立明确联系时，才能真正促进对组织目标与价值观

的共识([11]: pp. 41-66)。 
德国高校于 1990 年代至 2000 年代首次制定通用纲领([11]: pp. 41-66)，专门的多样性纲领则稍晚出

现，约始于 2000 年代([1]: p. 12)。这一时间节点并非偶然，它对应着欧盟平等待遇指令在各成员国转化

为国内法的时期(2000 年至 2006 年)，亦对应着博洛尼亚进程深化推进之阶段。 

2.2. 德国高校多样性指导方针之现状 

伊姆(Ihme)与施蒂默尔(Stürmer)对德国高校网站中“多样性”主题的呈现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他们

发现，在所调查的 78 所高校中，仅约半数(51%)发布了独立的多样性纲领。另有四分之一的高校在其通

用纲领中提及多样性议题，17%的高校网站完全未涉及多样性内容。当高校在通用纲领中涉及多样性时，

最常提及的是性别平等与家庭状况，其他人口统计学维度则较少被提及。若高校制定了独立的多样性纲

领，约 50%的案例涵盖移民背景、健康障碍、年龄、性取向及宗教信仰等维度([1]: p. 16)。伊姆与施蒂默

尔的结论是：与美国相比，德国对多样性的重视程度仍远远不足([1]: p. 24)。 
林德(Linde)在其研究中描述了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公立高校发展计划中对多样性的定义。除了人

口多样性层面，他还从认知多样性、学科多样性、职能多样性和制度多样性等维度分析了这些高校发展

计划([14]: pp. 221-238)。他指出，高校对人口多样性的关注程度低于非人口多样性。此外，仅两所高校将

包容性列为应对多样性的方式。林德的结论是：尽管多样性如今已成为德国高校议题，但其具体实施方

式差异显著，且某些多样性层面至今似乎仍未得到充分重视([14]: pp. 221-238)。 

2.3. 学生群体的多样化与持续性不平等 

理解多样性指导方针的语境，需要首先把握德国高校学生群体的实际构成。德国高校学生群体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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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维度上呈现日益多样化的趋势。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及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2024/25
年冬季学期德国高校在校生总数约为 280 万至 288 万人，外国学生占比约为 14.0%至 17.2%。学生总数

的大幅增长加剧了多样性趋势：拥有高校入学资格的人口在同龄人群中的比例显著上升。 
然而，学生群体的多样化并不等于教育机会的均等化。所谓的“渗漏管道效应”(leaky pipeline effect)

描述了女性比男性更可能退出学术生涯的现象。其后果是，德国女性教授比例长期低于 30% [15]。尽管

德国学生中来自非学术型家庭的比例较高，他们在学业成功和继续深造方面仍面临诸多障碍([16]: p. 128)。 

2.4. 美国研究的启示与跨文化比较的必要性 

关于多样性的理据及其影响，美国已有较为丰富的实证数据可供参考，美国高校中工具性理据的普

遍性在过去几年有所增加，比道德性理据更为常用，这对有些学生产生了负面影响([5]: e2013833118)，因

为当大学秉持工具性理据时，会降低有些学生的归属感，其毕业率相应较低。 
然而，美国与德国有着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其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必然受到限制。在德国，目前既

缺乏关于这两种理据普及程度的研究([12]: pp. 237-241)，也没有针对其目标群体影响效应的探讨。现有的

跨国比较研究表明，多样性措施的制定与实施高度取决于当地的具体语境[17]，如德国的联邦体制、高等

教育治理结构以及洪堡大学理念传统，它们均可能塑造出不同于美国的多样性话语与实践。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于 2025 年 7 月至 8 月期间，按照预定方案对德国 78 所公立大学的官方网站进行了多样性指

导方针的系统检索。具体筛选标准如下：仅纳入德国境内由国家资助的综合性大学及同等地位的高等教

育机构，即公立大学，排除私立大学、应用技术大学及艺术类院校；所有目标大学均需拥有独立域名下

的官方网站，且网站内容须为德语版本。研究流程严格遵循施塔克等人的方法([5]: e2013833118)，以确保

结果的可比性。研究团队对每所大学的网站执行了结构化检索，使用的关键词组合包括“多样性政策”、

“指导方针”、“《多样性宪章》”等。若在连续五分钟内既未找到专门的多样性指导方针文件，也未

找到包含多样性相关段落的通用指导方针(如大学战略规划或人事政策)，则终止对该校的搜索。对于每份

已获取的指导方针(无论是否为多样性专用)，研究团队均记录了该校是否公布了关于该文件制定过程的

信息，如起草委员会成员、意见征询流程等，以此揭示其组织嵌入性及制定过程中的参与程度。 
选择公立大学作为研究对象依据两点考虑：其一，公立大学相较于其他类型高校具有更高的社会选

择性，即入学门槛和公众关注度，因此更有必要加强多样性促进工作；其二，限定样本规模可确保在给

定时间窗口内完成数据收集的可行性。 

3.2. 内容分析 

为对多样性指导方针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团队采用了一套演绎式编码指南，并借助 MAXQDA 软件

(2022 版)完成编码操作。编码框架的构建基于已有理论研究和德国本土语境。在多样性定义方面，本研

究区分了两种操作定义：狭义定义参照《通用平等待遇法》(AGG, 2006)1所列明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

民族出身、性别、年龄等；广义定义涵盖个人一般属性，如兴趣、人格特质等。大学场域的实证研究表

明，来自非知识分子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及有照顾责任的学生尤其面临额外

负担([16]: p. 131)，鉴于此，本研究将《通用平等待遇法》的维度扩展至上述社会文化维度，并将其纳入

 
1https://www.antidiskriminierungsstelle.de/SharedDocs/downloads/DE/publikationen/AGG/agg_gleichbehandlungsgesetz.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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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定义的编码类别。 
在多样性理据方面，借鉴施塔克等人([5]: e2013833118)的分类，研究分析了两种基本理据类型：工具

性理据强调多样性对大学的功能性益处，如提升创新潜力或研究质量；道德性理据将多样性本身视为应

然价值，如确保不同群体获得平等机会，或尊重每个人的尊严作为大学的根本原则。 
除演绎式编码外，本研究还辅以归纳式类别建构，以识别文件中出现的其他促进多样性的理由。编

码员在分析过程中始终依据演绎得出的类别对全文进行逐段归类，并坚持在原始语境中理解所有文本段

落，避免断章取义。 

3.3. 信度检验 

评分者间信度通过 Cohen’s Kappa (K)系数进行计算。实际执行中，两名编码员独立对随机抽取的 20%
样本文件进行试编码，随后计算一致率。结果显示：工具性动机 K = 0.80；道德性动机 K = 0.94；广义多

样性定义 K=1.00；狭义多样性定义 K = 1.00。依据兰迪斯(Landis)与科赫(Koch) (1977)的判断标准，K 值

在 0.61~0.80 为“显著一致”，0.81~1.00 为“几近完美一致”，本研究所获信度指标均达到可接受水平。 
完成信度检验后，编码员对全部样本文件进行了正式编码，并逐一检索其中涉及大学促进多样性理

据的文本段落。对于既无法归入道德性理据、也无法归入工具性理据的段落，则另行归入“其他”类别，

以作后续分析。 

4. 结果 

4.1. 多样性指导方针的覆盖率及制定过程的透明度 

在 78 所被检索网站的大学中，有 73 所(93.59%)在网站上涉及多样性主题。这一比例较之伊姆与施

蒂默尔研究中 76%的比例([5]: e2013833118)有显著提升，表明过去数年间多样性议题在德国高校中的可

见度大幅提高。其中，65 所(83.33%)大学制定了独立的多样性指导方针，8 所(10.26%)大学在其大学总体

指导方针框架下探讨了多样性议题。其余 5 所(6.41%)大学的网站未提及多样性主题([18]: p. 246)。 
在涉及多样性主题的 73 所大学中，有 29 所(39.72%) ([18]: p. 247)提供了关于多样性指导方针制定过

程的信息，这些信息揭示了该指导方针的组织嵌入性。典型案例如下： 

“[某大学]的多样性理念是在德国科学捐赠协会举办的‘塑造多样性’审计框架内制定的。该理念于 2017 年 11

月 14 日的多样性审计指导委员会会议上获得确认，并于 2017 年 11 月 21 日的[某大学]校长办公会议上获得审议通

过。” 

上述透明度上的差异表明，超过 60%的大学未公开其指导方针的制定过程和组织嵌入方式，这会导

致指导方针停留在“象征性文档”层面，难以真正融入大学的日常实践和战略决策([11]: pp. 41-66)。 
从制度理论的视角看，如此高的覆盖率(93.59%)很难仅用大学自发意愿来解释。强制性压力，如《通

用平等待遇法》的一些要求和模仿性压力如德国科学捐赠协会的审计框架及《多样性宪章》的签署网络

共同推动了多样性指导方针的广泛采纳。然而，多数大学未披露制定过程，暗示其采纳行为可能更多出

于获取外部合法性的“象征性回应”，而非实质性内化，这正是制度同构理论所描述的“模仿性同构”

与“强制性同构”在实践中的典型表现。 

4.2. 组合定义统摄，广义定义式微 

第一个研究问题关注德国公立大学对多样性的定义。分析结果显示，狭义与广义相结合的组合定义

最为常见，占 43.84%，如“目标是实现大学入学机会与学业成功不取决于学生的文化或社会背景、教育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8698


沈国琴，汤梦颖 
 

 

DOI: 10.12677/ass.2026.158698 632 社会科学前沿 
 

经历背景或生活状况”。 
紧随其后的是狭义定义，占 28.77%，如“在我们的校园里，生命以其全然的多样性展现，人是关注

的核心——无论肤色与出身、性别认同、宗教或世界观取向如何”。 
值得注意的是，有 26.02%的大学在涉及多样性主题时未作任何定义。仅 1 所大学(1.37%)采用了纯粹

的广义定义，即仅包含非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定义。 
为便于比较([18]: p. 247)，表 1 汇总了本研究的发现与柯比等人在美国企业背景下的研究结果([4]: pp. 

268-283)： 
 

Table 1. Comparison of diversity definition types betwee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 
表 1. 德国与美国多样性定义类型比较(%)  

定义类型 德国大学(本研究) 美国企业 

狭义定义(仅人口特征) 28.77 11 

广义定义(一般属性) 1.37 38 

组合定义 43.84 29 

未作定义 26.02 22 

 
两组数据呈现显著差异。在柯比等人的美国研究中，最常见的为广义定义(38%)，其次为组合定义

(29%)，狭义定义仅占 11%。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研究对象的不同——企业受经济利益驱动，

更倾向于采用包容性的广义定义以扩大人才池。然而，差异的幅度之大也提示人们，德国大学的多样性

话语与美国存在根本性差异。 
从制度压力角度解析，德国大学中狭义定义(28.77%)的高比例直接反映了强制性压力，《通用平等待

遇法》明确列举了受保护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大学为满足法律合规要求，自然倾向于采用该法定框架。

组合定义(43.84%)的主导地位则体现了模仿性压力：德国大学在参照国际同行(尤其是美国大学)的多样性

话语时，吸收了广义维度，但又受本国法律约束，从而形成混合形态。广义定义的极端稀缺(1.37%)则说

明，缺乏来自企业界的强势模仿对象(美国企业广义定义达 38%)，且规范性压力(如学术界的平等传统)并
未推动超越法律范畴的扩展，这进一步印证了制度环境对定义选择的决定性影响。 

4.3. 促进多样性的理据：道德性理据的优先性 

针对第二个研究问题，本研究分析了德国公立大学多样性指导方针中提及的促进多样性的理据及其

出现频率。 
结果显示，在涉及多样性主题的 73 所大学中，有 67 所大学(91.78%)至少提出了一种道德性论证。典

型表述包括：“认可多样性意味着将其视为社会现实与独立价值加以尊重”；“大学有责任确保所有成

员不受歧视地参与学术生活”。此外，58 所大学(79.45%)至少提出了一种工具性论证。例如：“大学坚

信，由于视角、能力和经验的多样性，多元化组成的工作团队能够取得特别优异的研究成果”；“多样

性是卓越研究的必要条件，它带来创新的视角和方法”。 
在 73 所涉及多样性主题的大学中，有 55 所大学(75.34%)同时采用了工具性与道德性论证组合([19]: 

pp. 247-248)。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Welch 校正)比较两类论证的出现频率，结果显示道德性论证(M = 3.03, SD = 

2.62M)的出现频率显著高于工具性论证(M = 1.60, SD = 1.53M)，t (127.29) = 4.02，p < 0.001。这一发现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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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了德国大学指导方针中对道德性论证的强调。 
为便于比较，表 2 呈现了德美两国多样性理据分布的差异： 
 

Table 2. Comparison of diversity rationale types between German and U.S. universities (%) 
表 2. 德国与美国高校对多样性理据类型的比较(%)  

理据类型 德国大学(本研究) 美国大学(Starck 等，2021 的研究结果) 

道德性理据 91.78 约 60 

工具性理据 79.45 约 90 

同时采用两种理据 75.34 约 50 

 
数据显示，美国大学中工具性理据占主导地位，而德国大学中道德性理据更为普遍，这一对比鲜明

的发现值得深入分析。 
制度理论有助于解释这一跨国差异。德国大学中道德性理据的绝对主导(91.78%)可视为规范性压力

的产物，德国高等教育传统深受社会民主主义和平等价值观的影响，学术机构将促进社会正义视为自身

使命，这种专业规范内化为大学的合法性基础。相比之下，美国大学工具性理据的盛行(约 90%)则反映了

市场竞争压力的强制性作用：在高度市场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大学必须证明多样性对“卓越”和“竞

争力”有直接贡献，以获取资源和支持。德国大学同时采用两种理据的比例(75.34%)表明，两种压力并非

互斥，但道德性论证的显著优势强有力地说明，在德国制度语境中，规范性压力压倒了工具性逻辑。 

4.4. 促进德国公立大学多样性的其他独特理据 

研究还发现了其他促进德国公立大学多样性的理据。 
第一，多样性作为法律规定：这一类别在 17 所大学(23.29%)的指导方针中被编码记录([18]: p. 248)。

这些大学基于不同法律框架来论证促进多样性的必要性：“依据《通用平等待遇法》，大学有义务保护

其成员免受基于民族出身、性别、宗教或世界观、残疾、年龄或性取向等的歧视”；“《基本法》第一条

和第三条确立了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和平等权利的准则，这是我们多样性工作的根本依据”。 
这一理据直接体现了强制性压力，法律条文为大学提供了最明确的行为指令，大学在指导方针中援

引法律，既是对合规义务的承认，也是向外部利益相关者传递合法性信号的方式。 
第二，多样性作为大学传统：相比之下，7 所大学(9.59%) ([18]: p. 248)强调将多样性视为其传统的一

部分，其中多数提及 20 世纪 70 年代的高校改革运动或大学的特定历史渊源：“本校自 1970 年代改革大

学以来，一直致力于向非传统学生群体开放教育机会，这一传统延续至今”。 
这类理据反映了路径依赖与规范传承的作用，历史上的改革实践形成了组织认同的基石，并在代际

间被不断重申，成为规范性压力的一种内化表现。 
第三，多样性作为风险：在两个多样性指导方针中出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类别，可视为促进多样性

过程中的障碍，即将多样性视为风险。这类表述通常以辩证的方式呈现：本校在关于多样性诸多影响之

一，即促进科学卓越的积极基本假设下，并未回避对多样性在特定情况下是否与科学卓越相悖这一批判

性问题的思考，多样性同样蕴含风险并引发冲突，因此需要以建设性的方式加以调适。 
尽管仅在两所大学中出现，但这一类别具有特殊理论意义。它突破了制度压力的单向服从逻辑，展

现了组织对制度环境的反思性回应。大学并非被动接受强制性或模仿性压力，而是在承认风险的同时试

图主动“驯化”多样性，这为制度理论中的“能动性”概念提供了微观证据，揭示了多样性实践可能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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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的张力。 

5. 讨论 

5.1. 主要发现及其理论意涵 

上述研究的核心发现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德国大学多样性指导方针的覆盖率在过去数年间

显著提升，从 2019 年的 51%上升至当前的 83%，逾 93%的大学在网站上涉及多样性主题；第二，在多样

性定义上，德国大学倾向于采用组合定义(44%)，其次为狭义定义(29%)，超过四分之一的大学未作任何

定义，纯粹广义定义极为罕见(1.4%)，这与美国研究中广义定义占主导(38%)的发现形成对比；第三，在

多样性理据上，道德性理据最为普遍(92%)，大学平均使用的道德性论证多于工具性论证，但工具性理据

同样广泛存在(79%)，75%的大学同时采用两种理据。此外，23%的大学以法律义务作为理据，约 10%的

大学将多样性视为传统的一部分([18]: p. 248)。 
如何解释这些发现？制度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但仅仅识别三种同构机制尚不足以把握德国

模式的深层逻辑。德国大学多样性指导方针的独特形态，是多重制度逻辑在特定历史及制度语境中交织

互动的产物，既受到强制性、模仿性和规范性同构压力的形塑，更根植于德国高等教育“协调型市场经

济”(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的制度遗产与“洪堡传统”的文化–认知框架。以下从四个层次逐级展

开分析。 
第一，强制性同构与法律逻辑的制度化 
德国大学多样性指导方针中“多样性作为法律规定”这一理据的出现，以及狭义定义的主导地位，

与德国的法律框架密切相关。《通用平等待遇法》于 2006 年生效，它明确禁止基于民族出身、性别、宗

教或世界观、残疾、年龄或性取向等的歧视。这部法律为德国大学的多样性工作设定了强制性的法律底

线。大学作为公法机构，必须遵守《通用平等待遇法》的规定，并建立相应的申诉机制和预防措施。这解

释了为何德国大学在定义多样性时，倾向于以《通用平等待遇法》所列举的受保护特征为核心，这不仅

是法律义务，也是组织获得合法性的基本条件。 
然而，法律压力的作用方式并非简单的“命令–服从”。从制度理论中的“翻译”视角看，《通用

平等待遇法》所提供的是一套形式性合规框架，大学在将其转化为组织实践时，享有相当的解释空间。

超过四分之一(26%)的大学未对多样性作出任何定义，恰恰说明法律并未强制要求精确定义，强制性压力

更多体现为程序性合规(如建立投诉机制和预防措施)，而非内容性规定。这种制度缝隙为组织能动性预留

了空间，也解释了为何在统一法律框架下，大学的多样性表述仍呈现显著差异。 
此外，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MBF)和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HRK)联合发起的“高校多样化”项

目(2023 年至 2024 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强制性压力。该项目旨在通过一系列创新措施促进高校的多样性

及平等发展，入选的 33 所大学不仅获得项目资助，还承担着示范和推广的责任[19]。但需注意，此类项

目属于“软法”机制，其约束力低于法律，却通过声誉激励和同行监督发挥着实质性的规范效力，构成

了介于强制性与模仿性之间的第三种压力形态。 
第二，模仿性同构与场域结构的协调机制 
德国大学多样性指导方针在近年来的快速扩散，与模仿性同构机制密切相关。面对日益多样化的学

生群体和复杂的社会期望，大学管理者常常面临不确定性：什么是“恰当的”多样性策略？如何制定“合

格的”多样性指导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倾向于模仿那些被视为成功或被权威机构认可的同行([9] 
155)。 

在此方面，德国科学捐赠协会推出的“塑造多样性”审计项目发挥了关键的协调作用。逾 70 所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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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参与该审计项目。审计过程通常持续两年，由资深审计师主持，学生、教学人员和管理人员共同参

与，旨在从战略、结构和文化三个层面进一步发展高校的多样性工作。成功通过审计的高校获得证书，

这一认证本身成为组织合法性的象征。 
莱茵美因应用科学大学的案例典型地展示了这一过程。该校在两年审计过程中，达成了对多样性的

共识，确立了未来的结构性锚点，并围绕“学习与教学”、“员工工作条件”及“沟通与组织”三个行

动领域制定了初步目标。 
从组织场域理论的角度审视，审计机制实质上在德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创造了制度化的认证层级，通

过明确划分“被认证者”与“未被认证者”，定义了何谓“规范的多样性实践”。这种分野所产生的模

仿压力不仅具有示范效应，更带有准强制色彩：未参与审计或未获认证的大学面临着合法性赤字，其多

样性承诺的可信度会受到质疑。这一机制与美国环境中通过诉讼驱动的工具性压力形成鲜明对照：德国

的模仿性同构通过正面认证与最佳实践扩散发挥效用，而美国的同构压力则更多源于法律规避与风险管

控的逻辑，这正是德美差异在制度运作方式上的深层体现。 
第三，规范性同构与专业共同体的认知建构 
规范性同构主要源于专业化和专业网络的共享认知。在多样性管理领域，德国已形成了一批专业群

体，包括各大学的多样性专员、多样性工作组的成员，以及相关学术研究群体。这些专业群体通过会议、

培训、出版物等方式，传播关于“什么是好的多样性管理”的规范性认知([12]: pp. 237-241)。 
德国研究联合会(DFG)于 2022 年扩展了其“研究导向的公平与多样性标准”，将多样性纳入其中。

2024 年底，德国研究联合会成员大学的执行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前期经验总结的综合报告。2025 年 6 月，

德国研究联合会邀请大学领导者参加专题研讨会，促进同行交流和相互咨询。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教授

古莱·查拉尔(Gülay Çağlar)在会上指出，促进多样性对高等教育机构而言仍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行动领

域，过去常常以较为单一方式处理不平等问题，然而若采取整合性的方法能够更有效地开展多样性工作

[20]。这种专业共识通过学术网络在高校间传播，形成规范性压力。 
但规范性压力的作用不仅在于行为规范的扩散，更在于认知框架的塑造。它定义了哪些问题值得关

注、哪些解决方案被视为“适当”。本研究中道德性理据的显著优势(91.78%)正是这一认知建构的直接体

现：在德国专业共同体的规范性话语中，多样性首先被建构为正义问题而非效率问题。这种认知优先性

与美国专业社群中将多样性首要建构为“竞争优势”的认知框架形成了深层的文化–认知对立。规范性

同构由此不单是制度压力的传导渠道，更是意义生产与合法性界定的核心机制，它决定了何种行为在特

定场域中被视为“可理解”和“恰当”。 
第四，德国特殊性的历史制度主义整合解释 
上述三种同构机制虽然也在其他国家发挥作用，但德国大学的多样性指导方针呈现出与美国的显著

差异，此种差异无法仅用压力类型的强度差异来解释，而必须从多重制度逻辑的历史层累与冲突性整合

的角度加以把握。 
第一层逻辑：洪堡传统的文化–认知框架。二战后德国高等教育政策经历了从“均质”到“分化”

的转变，其嬗变过程深受经济体制、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传统大学理念的深层结构影响[21]。其中，洪堡

大学理念的传统尤为关键。洪堡理念强调教学与研究的统一、学术自由、通过科学进行教化。在这一传

统中，大学的核心使命是追求真理和学术卓越，而非直接服务于经济利益或社会政治目标[22]。 
洪堡传统贡献了一种独特的“教化”逻辑：教育不仅是知识传授，更是人格塑造和自我实现的过程。

这一理念与多样性议题中的道德性理据天然契合，尊重每个个体的尊严、促进其全面发展，本身就是大

学教育的核心价值。这解释了为何德国大学更倾向于采用道德性理据，而非工具性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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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茨坦大学校长奥利弗·金特(Oliver Günther)教授在其新著《多样性的大学：民主的威胁还是公共福

利的保障？》中反思道：“有时我的印象是，我们太过于关注自身，性别歧视等主导了辩论，遮蔽了其

他重要议题。毫无疑问，基于多样性的视角在研究和教学中变得重要得多，大学也从中受益”[23]。金特

进一步指出，这可能导致一种“新型象牙塔”，使部分社会群体与大学产生疏离。金特的反思恰恰揭示

了洪堡传统与多样性话语之间的内在张力：一方面，道德性理据强化了大学的“教化”使命；另一方面，

过度内省式的正义关注可能削弱大学向社会开放的承诺。 
第二层逻辑：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市场逻辑。1990 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改革对德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

远影响。改革引入了目标协议、绩效拨款、结构性发展计划等现代治理工具，将大学塑造为“组织行动

者”[24]。这些改革也改变了大学中平等工作的性质，性别主流化和多样性管理被视为能够提升组织效率

和公平性的战略工具。工具性理据因此进入多样性话语，并与既有的道德性理据形成共存乃至竞争关系。 
然而，上述两种逻辑并非简单地并列或叠加，而是处于制度性冲突与策略性调适之中。洪堡传统强

调大学的道德自主性与教化使命，而新公共管理改革则将大学重新定义为绩效导向的组织行动者，前者

赋予大学以“价值守护者”的身份，后者将其降格为“竞争参与者”。德国大学多样性指导方针中道德

性理据与工具性理据的同时存在(75%的大学同时采用两种理据)，正是这两种制度逻辑冲突性共存的文本

印记。这也表明，洪堡传统的文化–认知框架在德国高等教育的制度逻辑层级中仍居于主导地位，工具

性逻辑虽已进入场域，但尚未颠覆既有认知秩序。 
从更宏观的比较制度分析视角看，德美差异可被视为“协调型市场经济”(CME)与“自由市场经

济”(LME)两种资本主义多样性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制度投影。在协调型经济中，组织行为受行业协会、规

范标准和非市场协调机制的强力引导，多样性议题因而呈现为道德正当性与专业规范的协商过程；而在

自由市场经济中，市场竞争和法律诉讼构成核心制度压力，多样性因此被工具化为竞争优势和风险规避

的策略工具。德国大学多样性指导方针中的道德性主导、法律合规性表述、审计认证的模仿扩散以及“多

样性作为风险”的反思性话语，所有这些特征，均可被理解为协调型制度环境在高等教育多样性领域的

具体制度表征。 

5.2. 德国多样性指导方针的实践案例 

为更具体地呈现德国大学多样性指导方针的实践形态，本研究选取两所代表性大学的案例加以分析。 

5.2.1. 图宾根大学：价值导向与资源导向的整合 
图宾根大学于 2025 年通过了新的多样性战略，该战略在校内广泛参与式过程中制定。战略文件明确

表述了其对多样性的理解： 

“我们对多样性的理解基于机会平等和公平的原则。确保所有大学成员(或潜在成员)获得公平和平等的机会。我

们提高意识，为每个人创造平等和公平的机会，减少偏见和障碍”。 

“我们对多样性的理解基于尊重性包容的文化，确保每位大学成员都有归属感。我们提供一种文化环境，使每

个人都感到被欢迎、接受和珍视”[25]。 

值得注意的是，图宾根大学明确将多样性定位为既是资源导向的，也是价值导向的。资源导向意味

着将多样性视为创造力、创新和质量的源泉；价值导向意味着将机会平等、宽容和开放性等作为大学的

指导原则。这种双重定位体现了道德性理据与工具性理据的整合。 
副校长莫妮克·舍尔(Monique Scheer)教授阐释了这一整合的逻辑：“高等教育中的多样性政策是一

项涉及两个领域的任务：卓越与公平。作为自身价值的公平也容纳卓越，因为卓越的学术需要最有才华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8698


沈国琴，汤梦颖 
 

 

DOI: 10.12677/ass.2026.158698 637 社会科学前沿 
 

和能力的学生和研究，他们完全独立于社会或国家出身、性别或身体限制”[26]。 
图宾根大学的案例表明，德国大学在实践中并非简单地在道德理据和工具理据之间二选一，而是正

尝试着将两者整合，并阐明其内在逻辑关联。这一整合策略在实践中取得了初步成效，尤其体现在教学

创新领域。基于其倡导的“尊重性包容的文化”，该校师生发展出将多样性直接融入课程教学的创新模

式。例如，社会科学学院开设的跨学科研讨课“划线——为平等权利而战”，通过戏剧表演形式让学生

亲身体验性别等歧视的历史与现实。该项目不仅因其创新的、与社会紧密相关的取向及其广泛的影响力

于 2025 年获得巴登–符腾堡州教学大奖，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如何将抽象的多样性价值转化为具体的、

可体验的教育实践，从而真正实现副校长莫妮克·舍尔教授所言“卓越与公平”的统一。 

5.2.2.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多样性主流化的系统路径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采取了“多样性主流化”的系统路径。它将多样性理解为一个贯穿性任务，旨

在将多样性理念可持续地锚固于所有流程和结构中。 
该校的多样性工作围绕四个关键领域展开： 
第一，实施定期多样性监测：建立标准化多样性监测系统，包括多样性仪表盘和多样性氛围问卷； 
第二，扩展管理人员的多样性能力：针对管理者的特殊角色和榜样功能，开发多种培训形式； 
第三，促进研究项目中对多样性维度的整合：通过专家讲座和跨学科讨论，支持研究中对多样性维

度的整合； 
第四，进一步发展行政领域的多样性敏感性程序，该程序涵盖新员工招聘、人员选拔、学术人员的

培训与发展等方面[27]。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的案例展示了德国大型研究型大学如何将多样性管理嵌入组织结构和核心流程。

其特点在于系统性和制度化，而非仅仅停留在指导方针的象征层面。这种系统性路径带来的成效体现在

组织文化的逐步改变和战略目标的量化推进上：首先，在组织文化层面，该校通过常态化的多样性监测

(如多样性仪表盘和氛围问卷)来把脉组织状态，并针对管理人员开发“无意识偏见”工作坊等培训，致力

于提升整个机构对多样性的敏感性。其次，在战略目标层面，该校设定了明确的量化指标，其实施的“100
名教授计划”旨在到 2030 年将女性教授比例提升至 20% [28]，体现了将多样性主流化从理念落实到具体

人事流程的努力。此外，该校于 2022 年签署《多样性宪章》[29]，并以其系统性的做法在 2024 年的访谈

中作为欧洲高校平等、多样性与包容性(EDI)实践的典型案例被讨论[30]，这表明其“多样性主流化”模

式已获得更广泛的专业认可。 

5.3. 与美国的比较：制度语境的差异 

德美两国在多样性理据上的差异，根植于各自不同的制度语境和历史传统。然而，这种国别比较仅

是“理想类型”层面的概括，两国各自的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均存在显著的制度异质性与话语竞争。有效

的比较分析必须超越单一的国家标签，深入两国内部的多元分层与区域差异。 
首先，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多样性话语深受肯定性行动争议的影响，但这一影响并非均质分布：联邦

最高法院的判例虽设定了宪法边界，但具体实践高度依赖于各州的政治生态，如加利福尼亚、密歇根等

州通过公投禁止公立大学考虑民族出身因素，而得克萨斯等州则在一定条件下允许有限使用；同时，私

立顶尖大学与公立州立大学面临的法律挑战强度与应对策略也截然不同。自 1978 年巴基案以来，美国最

高法院多次就大学招生中民族出身因素的合宪性进行裁决[31]。在此背景下，大学发展出工具性理据，以

证明多样性服务于令人信服的公共利益，以此来应对法律挑战。相比之下，德国的法律环境呈现出联邦

制下的“去中心化”特征。虽然联邦《通用平等待遇法》确立了反歧视的法律底线，但依据《基本法》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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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了各州文化主权，16 个州的高等教育法在招生程序、选拔标准上存在实质性差异。更重要的是，德国

宪法框架与数据保护法律严格限制基于民族出身类别的统计与配额操作，这使得美国式以“民族出身”

为核心的法律辩护在德国根本上缺乏制度操作前提；取而代之的，是针对“社会出身”、“移民背景”

及“家庭受教育史”等替代性指标的法律与社会讨论。因此，工具性理据的法律辩护功能在德国并不存

在。 
其次，社会历史背景不同。两国历史背景的内部叙事同样具有高度复杂性。美国的多样性话语具有

强烈的政治性和抗争性[32]。德国的多样性话语则更多地与性别平等传统相联系，并受到欧洲社会模式中

社会凝聚理念的影响。博洛尼亚进程的部长公报一再强调，学生群体的构成应反映社会的构成，学生不

应因经济或结构性原因面临障碍([10]: pp. 85-104)。 
最后，大学治理模式不同。此处的差异需深入组织社会学层面，避免简单的“自主–监管”二元标

签化。美国大学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且面临激烈的生源竞争，倾向于将多样性作为品牌营销和组织声誉

的工具[33]。但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本身是一个包含研究型大学、综合性州立大学、文理学院及社区学院的

异质性联合体。常春藤盟校将多样性视为精英身份标识与校友捐赠的竞争筹码，而中西部公立大学则更

多将多样性视为回应州议会预算拨付与本地选区民意的政治义务，其市场策略与组织反应迥异。德国大

学的治理模式虽经历新公共管理改革，但仍受国家监管，其合法性更多地来自符合法律规范和国家政策，

而非市场竞争。然而，德国内部的治理差异同样显著：研究型大学与应用技术大学在人事任命、预算分

配和战略定位上的分化日益加剧；且国家监管在德国并非联邦层级的一刀切，而由各州科学部具体执行，

各州科学部上层建设更迭会直接带来多样性推进策略的周期性摇摆。此外，德国大学中“教授治校”与

“院系自主”的传统依然强劲，使得招生筛选与课程设计中的实质裁量权高度分散于基层学术共同体，

其合法性来源是法律规范、国家政治议程与专业内部协商三者之间的复杂博弈，而非纯粹的市场竞争或

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所能涵盖。 

6.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第一，将多样性指导方针研究拓展至德语语境，丰富了跨国比较的证据基

础；第二，运用制度理论阐释了德美差异的形成机制，揭示了同构化趋势与地方语境之间的张力；第三，

识别了“多样性作为法律规定”和“多样性作为大学传统”等德国特有的话语类型，拓展了多样性理据

的概念范畴。 
实践启示方面，本研究对德国大学的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具有参考价值。首先，道德性理据在德国

大学中的主导地位，与美国研究中发现的道德理据对一些学生群体的积极效应相吻合。这意味着德国大

学的现有话语可能已经具有包容性的潜力，值得进一步培育和发展。其次，超过 60%的大学未公开指导

方针的制定过程，这提示大学需要加强指导方针制定的参与性和透明度，使其从“象征性文档”转化为

“实质性指南”。最后，广义定义在德国极为罕见，但考虑到学生群体中非知识分子家庭的第一代大学

生、有照顾责任学生等非传统群体的增长，大学需要考虑如何在保持核心法律框架的同时，适当扩展对

多样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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